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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民间信仰研究管窥 

叶涛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北京 100732) 

【摘 要】民间信仰研究是当前宗教学、民俗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学科关注的热点。通过对近三十年来浙江民

间信仰研究成果进行以点带面的综述性介绍，梳理出其研究的发展脉络。主要涉及浙江民间信仰的重要著作、浙江

民间信仰史的研究、以神信仰为代表的专题性研究和当代浙江民间信仰的田野调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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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主要从民间信仰研究成果、民间信仰的历史、民间神祇专题研究以及当代民间信仰的调研等四个方面，对近三十年以

来浙江省民间信仰研究进行学术史的梳理。由于受到资料不足和撰写时间的限制，本文采用以点带面的方式，希望能够对浙江

民间信仰研究有较为全面的介绍。 

一、浙江民间信仰研究成果概况---以著作为线索的介绍 

近三十年浙江民间信仰的研究，呈现出明显的发展脉络：史料整理-田野调研-系统研究。最早对民间信仰予以关注的是民

俗学者。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浙江部分地县编纂了反映区域民俗历史与现状的民俗志著作，这些著作多为内部印刷，流通

范围有限，但都比较系统地对当地民间信仰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了描述。如《金华地方风俗志》（浙江省金华地区群众艺术馆，1984），

专门辟有“信仰习俗”一章，其中又分为“神祇”、“仪典”、“驱邪”、“预卜”、“禁忌及其它”五部分。“神祇”一节细分为观念

神、偶像神、职业神、佛道神；“仪典”部分介绍了庙会、开光、接龙、拜斗、浴兰盆、道场、靠庙、游桥、打醮、出巡、祭谱

等金华地区的民间信仰代表性仪典。在《金华地方风俗志》的封底处印有“丛书目录”
①
，从中我们可以得知当时金华所属的每

个县区都有编纂一本风俗志的计划，每一本都应该有民间信仰的内容。《湖州风俗志》（浙江省湖州市群众艺术馆、湖州市民间

文艺研究会，1986）一书也对信仰与神祇、庙会、禁忌等内容予以专门介绍。1986 年，《浙江风俗简志》（杭州：浙江人民出版

社）出版，这是我国第一部省级民俗志著作。该书按照浙江行政区划来划分章节，每个地市一章，在每一章中，都有民间信仰

的内容。在此后编纂出版的《浙江民俗大观》（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温州民俗大全》（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

1998）、《婺州民俗大观》（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7）、《绍兴百俗图赞》（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7）、《苍南风土》（苍

南文史资料第二十二辑，2006）等著作，民间信仰的内容都占有相当比例。2003年出版的《中国民俗大系·浙江民俗》（叶大兵．兰

州：甘肃人民出版社），是一部系统全面介绍浙江民俗的著作，其中有一章“民间信仰民俗”，分为“诸神信仰”、“庙会”、“巫

与巫术”、“预知信仰”等，对浙江民间信仰事象予以较为全面的介绍。上述民俗学者的著述，大多为资料汇集和事象介绍，分

析研究的成分不足。 

对于历史上浙江地区民间信仰资料的整理以《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丁世良等．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5）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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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该书“华东卷·中”对浙江 1949年之前地方志书中涉及民俗的内容进行摘编，主要分“岁时民俗”和“礼仪民俗”两大

部分，有的还单列出“生活民俗”、“信仰民俗”。民间信仰的内容过去的史料记载极为有限，该书对浙江志书中传统信仰民俗的

编纂，是一次较为全面系统的梳理，为今后研究工作的开展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20世纪 90年代初期，台湾学者王秋桂主持“中国地方戏与仪式之研究”大型调研计划，在大陆进行了涉及二十多个省区的

大规模调研工作。该计划以中国传统戏曲与祭祀仪式为研究对象，大量记录了长期存在于民间祭祀仪式中的戏曲文本及其相关

信仰仪式的活动。该研究计划的成果，后来以《民俗曲艺丛书》的形式，陆续推出了八十余种原始资料与调研报告专辑
①。该计

划对于促进大陆学界进行相关研究起到了重要作用，并在调研过程中培训了一批地方学者。浙江省的学者也参与这项计划的基

础调研和撰稿工作，并出版了《浙江省目连戏资料汇编》、《绍兴救母记》、《浙江东阳市马宅镇孔村汉人的目连戏》、《浙江磐安

县仰头村的西方乐》、《浙江傩戏资料汇编》、《绍兴旧抄救母记》、《浙江省新昌县胡卜村目连救母记》、《绍兴孟姜女》等多部资

料与调研成果结合的著作。 

今天浙江省的地理区域属于历史上的吴越地区
②
，在对吴越地区民间文化进行调查和研究中，民间信仰是重要内容。自 20

世纪 80年代中期以来，在姜彬的主持下，上海、浙江和江苏二省一市的民间文化学者，曾联合对吴越地区的民间信仰进行了较

为全面的历史研究与田野考察，出版了《吴越民间信仰民俗——吴越地区民间信仰与民间文艺关系的考察与研究》（姜彬．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该书在大量史料和田野调查资料的基础上，从神歌、仪式歌、宣卷、戏曲、舞蹈、美术、迷信语、灯

会、传说故事诸方面，对吴越地区民间信仰的产生、发展、变迁乃至衰亡的全过程，进行了历史考察，揭示了吴越地区民间信

仰与民间生活、民间文艺之间的内在联系。1992年浙江省民间文艺家协会编纂出版了论文集《吴越民俗》（上海：复旦大学出版

社），该书虽称“吴越民俗”，其内容全部是浙江民俗，全书三分之二的研究论文是关于民间信仰的调查与研究，如《越人太阳

崇拜寻踪》、《禁忌辩——从吴越生产民俗谈禁忌定义》、《神话、传说与船的信仰与禁忌》、《水乡庙会文化浅析》、《桐乡芝村蚕

花庙会调查》、《温州东岳庙会与忠靖王信仰》、《方岩胡公神信仰调查》、《祭祖与续谱——富春孙氏宗族习俗调查》、《嵊泗列岛

天后和关帝信仰习俗调查》、《海岛宫庙和庙会活动》等，这些论文大都立足于史料和田野调查，具有一定的研究深度。曾参与

《吴越民间信仰民俗》一书调查与写作的浙江学者顾希佳，2000年出版了专著《祭坛古歌与中国文化——吴越神歌研究》（北京：

人民出版社），该书从祭坛古歌——吴越神歌的角度，考察了吴越民间信仰中的信仰仪式、神歌内容、神歌手从巫师到歌手的传

承、神歌所反映出的民间信仰心理、神歌的艺术风格等。 

水稻种植及其由此形成的稻作文化是我国江南地区的重要文化特色。浙江河姆渡遗址出土的稻谷，至今有一万年的历史。

稻作文化对浙江民众的生产、生活带来巨大影响，产生了一系列民间信仰事象。《稻作文化与江南民俗》一书，专门有三章介绍

稻作生产与民间信仰，包括“稻作生产与自然界崇拜”、“稻作生产与民间巫术”、“稻作生产与民间神祇信仰”。桑蚕养殖在浙江

历史悠久、特色鲜明，顾希佳在《东南桑蚕文化》（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91）一书中，对桑蚕生产和生活中的信仰事

象进行了细致全面的描述。 

浙江省的地理环境有“七山一水二分田”的说法，农业生产发达，渔猎经济突出，尤其是浙江有着上千公里的海岸线，岛

屿众多，我国最大的渔场——舟山渔场就座落在浙江海岸。岛屿离岸，孤立的生存环境，渔民海上作业的风险，造就了渔民生

产生活的一系列独特的信仰民俗事象。1991年，浙江省民俗学会曾在温州的洞头县召开“渔岛民俗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会后

结集印刷
③
，其中有多篇是对浙江海岛、渔民与渔业生产信仰民俗的研究。2005年出版的《东海岛屿文化与民俗》（姜彬．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一书，将近一半的篇幅是对以浙江为主的海岛民间信仰事象的叙述。该书从造船的礼仪与信仰、海岛人生产

与生活中的信仰与礼仪、海岛人的神祇信仰等方面，描述了东海海岛人的信仰历史与现状，并对这些信仰现象进行剖析。 

                                                           
①王秋桂.民俗曲艺丛书[M].台北:财团法人施合郑民俗文化基金会。 

②姜彬认为,吴越地区地处长江下游,它的地望历史上有过一些变迁,现在包括江苏的南部(除南京和镇江之外)、浙江和上海的全部,

人口约占全国的百分之八,是我国第二大方言区.参见:姜彬.吴越民间信仰民俗:吴越地区民间信仰与民间文艺关系的考察与研究

[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3。 

③详见:叶大兵.中国渔岛民俗[R].温州:温州市民俗文化研究所,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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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01年起，当时任职于法国远东学院的法国著名汉学家劳格文（Lagerwey）主持了“中国东南地区的传统乡村社会研究”

研究计划。其中浙江省的相关内容是由连晓鸣、康豹（PaulR.Katz）、徐宏图负责组织完成，参加项目调查和写作的主要是地方

民间文化研究人员。该研究项目的成果《平阳县苍南县传统民俗文化研究》、《天台县传统经济社会文化调查》，是两部资料翔实

可靠、符合调查规范的学术著作。如《平阳县苍南县传统民俗文化研究》一书，除前后两篇分别是概述和姓氏研究以外，其余

的内容全部是对两县民间信仰的调查，包括了平阳县城关的庙会与醮会、平阳县钱仓城隍庙会、平阳怀溪乡垟溪宫“五显爷庙

会”、平阳傀儡戏与庙会、平阳县腾蛟镇忠训庙庙会、平阳县腾蛟忠训庙传统醮会与普度、平阳县南雁荡山的朱仙姑信仰、平阳

县的温琼信仰及其相关仪式、平阳县的陈靖姑信仰及其降妖仪式、苍南县蒲城“拔五更”习俗——2002 年正月迎神赛会活动纪

实等。 

随着史料的积累、调查与研究的逐步加深，近年也出现了对浙江民间信仰进行深入研究的著作。朱海滨的《祭祀政策与民

间信仰的变迁---近世浙江民间信仰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是近年来浙江民间信仰研究的一部力作。作者曾在

日本大阪大学跟随中国史研究专家滨岛敦俊教授攻读博士学位，该书是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订完成的。关于浙江民间信仰史

的研究，虽然还没有专门的著作进行系统研究，但《浙江民俗史》（陈华文．杭州：杭州出版社，2008）一书对每一历史时期的

民间信仰都进行专门的梳理，弥补了民间信仰史研究的不足。在个人著述中，对浙江民间信仰进行较为系统研究的、最为突出

的当属叶大兵。叶大兵在其“俗海三部曲”（俗海探微．合肥：黄山书社，1998、俗海泛舟．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俗

海拾贝．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及《叶大兵民俗学论集》（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7）中，对浙江民间信仰中的

陈靖姑信仰及其传说、温元帅信仰与温州东岳庙会、地方神信仰与民间文学的关系、百越女巫习俗、宗祠的社会功能及其变化

等，都有论述。 

以上只是从已经出版的有关著作中，对近三十年浙江民间信仰的研究概况进行粗略描述。在这三十年中，还发表了许多有

关浙江民间信仰的调查报告和研究论文，如上海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办的《民间文艺季刊》，就曾经发表过多篇浙江民间信仰方面

的调查报告与研究论文，一些大学的学报也发表过相关论文。在一些学术研讨会上，民间信仰也会成为研讨的中心议题，如 2008

年 9月，在杭州召开的“汉学研究与中国社会科学的推进国际学术研讨会”，其中一个分会场就是对浙江民间信仰的调查与研究

成果进行专场研讨。 

二、浙江民间信仰史研究 

在民间信仰的诸多研究领域中，对于信仰事象起源与发展变迁的探讨历来是受到关注的重点。近年来，对于某一具体神祇

的发生、沿革的史料学研究多有成果面世，但是，至今还没有出现令人满意的中国民间信仰史的系统研究著述。限于史料等方

面的原因，对于区域民间信仰史的研究就更加不如人意了，浙江民间信仰史的研究也是如此。 

对浙江民间信仰史进行较为系统探讨、最集中的成果当属陈华文等人的《浙江民俗史》。该书是近年来我国公开出版的第一

部区域民俗史著作，填补了中国民俗史领域中区域民俗史研究的一项空白。该书的历史分期考虑到浙江民俗自身发生的规律，

将其分为九个阶段：独立发展---史前浙江民俗、吴越交融---先秦浙江民俗、汉越共存---秦汉时期浙江民俗、交融与独立---

魏晋南北朝浙江民俗、融入汉文化---隋唐浙江民俗、融合与主导---宋代浙江民俗、生生不息---元明时代浙江民俗、再认同与

融合---清代浙江民俗、主导与主流---民国时期浙江民俗。 

在《浙江民俗史》一书所述及的每一个历史时段中，都有对本时段民间信仰的叙述。为了突出各个时段浙江民间信仰的特

点，在每个时段中，对民间信仰事象叙述的重点都有所不同，充分体现出作者对整体民俗史以及民间信仰史的历史发展脉络的

把握。该书的史前时期，描述了河姆渡人的太阳崇拜及鸟信仰、河姆渡人的植物和动物崇拜、族徽-神像的出现、史前祭祀和巫

觋阶层的出现等。关于先秦时期的浙江民间信仰，“断发文身”作为百越族流传已久的古老习俗，不仅仅是衣饰习俗，更含有深

层的信仰的意义；先秦时期的越人，“重神信巫”、“重鬼信巫”，巫风之盛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秦汉时期，鸟信仰崇拜、

防风的地方神崇拜、东阳郡的越人斗牛、断发文身等，都是对先秦时期浙江区域信仰民俗的发展；这一时期的民间信仰中，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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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与民间信仰关系密切，如正月十五祭蚕神迎紫姑的习俗盛行，此时期巫觋与淫祀盛行，以至于政府欲禁难止。魏晋南北朝时

期，浙江境内佛道两教寺庙道观的数量大增，佛道民间传说大量出现，佛教和道教对浙江地区民众的信仰生活产生了较大影响。

隋唐时期，随着丝绸之路的开辟与发展，袄教、大秦教和摩尼教传入中国，外来宗教传入浙江，其中摩尼教和大秦教在浙江境

内都有传播和影响；这个时期，佛教道教等宗教信仰对于民众民俗生活的影响逐步扩大，浙江地区咒禁的流行、民间方术中咒

术的流行以及僧道斋醮活动的盛行，都是佛道教影响的结果。两宋时期，是浙江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重要时期，尤其是南宋

王朝定都临安，浙江更成为全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梦粱录》、《都城纪胜》以及当时的文人笔记和地方志书都对南宋时期的民

俗和民间信仰有较为详细的记述。当时，浙江佛道节日普遍流行，节日中的信仰活动普及民间；佛教的不杀生、食素和放生习

俗流行，念经、烧香拜佛、布施等成为习俗；道教设斋、求长生等习俗同样流行民间，道教神祇梓潼帝君（文昌）和真武为民

众所崇奉；佛道流行的同时，民间巫风淫祀和吃菜事魔之风大盛，卜卦看命与祈梦风俗流行。元明时期，是浙江民间信仰的平

稳发展阶段，此时形成了一些独特的神灵，如对太岁和五通神的信仰，尤其是五通神信仰对后代影响巨大。清代早期，浙江民

间信仰中满汉习俗相异，由剃发、易服引发的冲突尖锐，因剃发而产生的“叫魂”
①事件更演变为时政大事，民间信仰中的诸多

观念在“叫魂”事件中得以凸显。清代浙江地方神信仰独具特色，如胡公大帝、陈十四夫人、刘猛将、妈祖、城隍等神灵影响

较大，各地均有庙会活动举行，佛教节日已融入民众传统的民俗生活中。民国年间，浙江省因地处东南沿海，西风东渐对当地

民俗和民间信仰的影响十分明显，传统民间信仰习俗继续在民众生活中传承，来自西方的宗教信仰和本地产生的新的民俗和民

间信仰事象也在民众生活中产生影响。 

由于受到写作体例等方面的限制，《浙江民俗史》一书对于浙江民间信仰历史的梳理还是粗线条的，史实描述多于理论探索，

对于历史上浙江民间信仰的产生、发展、演变等自身规律的探讨较为薄弱。但是，作为第一本区域民俗史著述，该书对于浙江

民间信仰史的研究还是具有开拓意义得。在浙江民间信仰史的研究方面，还有两部著作值得关注。一部是美国学者韩森

（ValerieHansen）著的《变迁之神：南宋时期的民间信仰》（包伟民，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另一部是朱海滨的

《祭祀政策与民间信仰的变迁--近世浙江民间信仰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 

韩森的《变迁之神：南宋时期的民间信仰》一书，是一部在西方汉学研究领域里具有开创性的著作，该书不仅解决了南宋

民间信仰中的一些具体问题，而且提出了许多值得思考的问题。该书通过对大量史料的细致分析，论述了南宋时期人与神的关

系，政府对民间信仰的态度，以及唐宋之际经济生活变更对民间信仰的影响等问题。该书所研究的南宋时期，浙江是其中心区

域，书中使用的史料，多数涉及浙江的内容，尤其是第五部分“湖州个案”，讨论的是浙江湖州神祇信仰与地域环境和社会经济

发展的关系。 

朱海滨的《祭祀政策与民间信仰的变迁---近世浙江民间信仰研究》一书，是对宋元明清时期浙江民间信仰进行较为全面研

究的著作。通过运用数十年来日本、欧美相关研究成果和作者自己搜集的资料，朱海滨勾勒出近世中国中央祭祀政策演变的四

个阶段：宋元时期的积极加封、赐额政策；明初原理主义祭祀政策的出现及其与现实的乖离；明中期儒教原理主义祭祀政策的

复活；万历中期至清末为止原理主义的有名无实化。作者在上述理论基础上，对近世浙江民间信仰的历史沿革、神祇信仰的功

能、地方神祇与士绅阶层的关系等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探讨。朱海滨对于近世浙江民间信仰的研究，既探讨了全国性神灵（关羽

信仰）在浙江的演变过程，也有对地方神灵（周雄信仰、胡则信仰）在浙江如何产生和发展演变的分析，同时还通过对不同区

域的地方性神灵的比较研究，探讨影响地方神信仰差异的主要因素。通过对神祇个案和浙江不同区域地方神的研究，作者指出：

民间信仰由于更深地受制于当地的特殊环境，使得原理主义祭祀政策的执行者不得不与地域社会中各阶层的代言人达成妥协，

形成宋代以来中国特有的、表面上儒家祭祀观念唱主角、实质上各地传统信仰在延续的状况。宋代以来民间信仰领域所呈现出

来的问题，也可以说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缩影
[1]
。 

三、浙江民间信仰专题研究 

在民间信仰的调查与研究中，神祇与仪式的研究成果最为突出。在浙江省域内流传的民间神祇系统中，既有在全国范围内

                                                           
①参见:[美]孔飞力.叫魂:1786 年中国妖术大恐慌[M].陈兼,刘昶.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9. 



 

 5 

广泛流传的神祇，如城隍、关公等，还有一批在浙江省内影响较大的地方神祇，如潮神、胡公大帝、黄大仙、杨府爷、陈靖姑

（陈十四娘）等，更有众多浙江省内地方特有的神祇，在民众的生活中发挥着作用。其中，黄大仙在港澳和东南亚一带影响较

大，陈靖姑则与闽台一带的信仰一脉相承。笔者以胡公大帝的研究为例，从中窥见浙江民间信仰体系中神祇研究的状况。 

胡公大帝信仰是从历史人物演变而来，是浙江此类人神信仰中最具代表性的一尊神祇。胡则（963–1039 年），浙江婺州永

康县人，《宋史》卷二百九十九有其传记，在多部省级地方志书中，如雍正年间编纂的《浙江通志》、《山西通志》、《广东通志》、

《广西通志》和乾隆年间编纂的《福建通志》都将胡则作为名宦载入其中。在胡则史料中，除《宋史》以外，现在所能够见到

的最有价值的史料是宋代范仲淹撰写的《兵部侍郎致仕胡公墓志铭》，范仲淹是胡则生前好友，加之撰写墓志铭时，胡则尚未像

后世那样被神化，因而此墓志铭的史料价值极其珍贵。 

对于胡公大帝信仰的研究，近二十年来，在专题的史实考证和田野调研方面都有成果面世。当地学者胡国钧曾撰写《方岩

胡公传说》（北京：宝文堂书店，1987）、《方岩民间故事传说》（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0）、《胡公大帝演义》（香港：天马

图书有限公司，1993）、《方岩签诗解说》（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1993）等著作，其中，前两种为作者搜集编写的与胡公大

帝及其方岩一带有关的民间传说故事，《胡公大帝演义》是作者与人合作编写的 20集电视连续剧的剧本，《方岩签诗解说》则是

对在方岩各个庙宇中流传的一百种签诗的解读性文字。胡国钧还发表多篇介绍和研究方岩胡公信仰的文章，如《为官一任，造

福一方——北宋名臣胡则小传》
[2]
、《胡公大帝信仰与方岩庙会——浙江省永康县方岩胡公庙会调查》

①、《辐射性的同心圆：胡

公大帝信仰圈概述》
②
、《方岩签诗：一种独特的宗教文化》

③
。其中，《胡公大帝信仰与方岩庙会——浙江省永康县方岩胡公庙

会调查》一文，对胡公大帝的生平事迹、方岩庙会的历史沿革与现状、庙会的影响等都有描述，尤其是对方岩庙会仪式的叙述

是至今所见最为详细的调研性文章。此外，还有一些学者，对胡则生平事迹进行了考证，对胡公庙会组织与仪式进行调查，如

《北宋清官胡则及“胡公大帝”信仰》
④
、《浙中之神——关于永康方岩胡公的生平与传说》

[3]
、《永康县厚塘村胡公庙会组织及

其信奉活动》
⑤
、《从宋人胡则的神化看民间地方神祇的确立》

[4]
、《区域性神祇信仰的传承及其对地方的影响——以浙江“胡公

大帝”信仰为例》
[5]
等。朱海滨对胡公大帝的史实与信仰的演变做了深入研究，除发表《僧侣、士人与胡则信仰》

[6]
外，在其专

著《祭祀政策与民间信仰变迁——近世浙江民间信仰研究》
⑥
中，对胡则信仰设专章进行讨论。 

在胡则的生平事迹中，幼时好学与为官有干才是被广为提及的内容。但在正史和民间传说中，对于其为官的清廉与否等品

行，以及为浙江民众广为传诵的奏免身丁钱是否为史实等却出现了极大的差异。 

胡则早年曾在方岩僧舍读书，这也成为后来僧人推动胡则信仰的一个原因。胡则为官历经太宗、仁宗、真宗三朝，曾经“十

握州符，六持使节”，景佑元年（1034年）加封兵部侍郎致仕。胡则为官四十余年，大部分时间是在全国各地任地方官。 

在胡则的生平中，“奏免衢婺民身丁钱”的事迹，被认为是浙东一带崇奉胡公大帝的最主要的原因。胡国钧、陆敏珍和胡则

后人胡廷直
⑦
都认为“奏免衢婺民身丁钱”是历史事实，但朱海滨经过考证，认为“奏免衢婺民身丁钱”是后世编造出来的传说，

并非真实事迹。胡国钧和朱海滨都认为，胡则信仰在北宋年间经过了从家族祠庙到地方神庙的演进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僧侣、

士人与地方民众共同完成了胡则由地方名人、当朝名吏向威震一方的神祇的转变。朱海滨考察了历史上杭州、温州、严州、缙

云、海宁等浙江不同地区的胡则庙宇与信仰演变的状况，通过其生前传说与死后灵异的创作，追溯了胡则信仰从金华府的地理

范围逐步延伸到浙江其他区域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僧侣阶层曾起了关键作用。由于胡则还是宋代婺州第一位通过科举

走上仕途的士大夫，因而除庶民阶层外，其信仰还获得了士人阶层的支持。通过士人阶层向朝廷申请封号、赐额，并主张胡则

                                                           
①胡国钧.胡公大帝信仰与方岩庙会:浙江省永康县方岩胡公庙会调查[J].上海:中国民间文化,1991:(4). 

②胡国钧.辐射的同心圆:胡公大帝信仰圈概述[J]上海:中国民间文化,1995,(2). 

③胡国钧.方岩签诗:一种独特的宗教文化[J]上海:中国民间文化,1993,(4). 

④鲍志成.北宋清官胡则及“胡公大帝信仰”[J]杭州:东方博物,1989,(17). 

⑤吴刚戟.永康县厚塘村胡公庙会组织及其信奉活动[J].上海:中国民间文化,1992:(4). 

⑥本文所引朱海滨关于胡则信仰的观点,均出自该书. 

⑦胡廷直自称为胡则四世从孙.参见:胡廷直.赫灵祠记[C]//康熙《金华府志》卷二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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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是儒教正神等活动，使胡则信仰成为得到朝廷认可、并在民间广泛流传、长盛不衰的信仰形式。 

在当代胡公大帝信仰中，毛泽东对胡则的评价被广为引用。1959 年 8 月，毛泽东在视察浙江金华时，曾对当时的永康县委

书记讲过这样一段话：永康有个方岩，方岩有个胡公大帝。胡公大帝不是神，而是人。他姓胡名则，是北宋的一个清官，为人

民做了很多好事，人民纪念他，所以香火长盛不衰。我们共产党的干部应该多做好事，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嘛。这段话被刻写

在永康方岩旅游景区最显眼的位置，被作为胡公信仰在当代具有积极因素的突出例证。 

四、当代浙江民间信仰的调查与研究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浙江社会经济发展迅猛，文化建设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随着当代民间信仰的复兴，对于浙江当

代民间信仰的调查与研究也进入研究者的视野。2004年 2月 15日，海宁市黄港镇五丰村的一场大火，致使参加民间信仰活动的

四十多名老人被烧身亡，此事引起浙江省和相关地方政府部门对民间信仰问题的高度重视。此后，在浙江省社科规划课题的立

项中，专门设立了关于民间信仰调研与对策方面的研究课题，在浙江省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省院合作”项目中，也把关于浙江

民间信仰的调研作为重要内容，并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与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共同组织实施，该项合作已于

2006–2007年进行了选点调研，调研成果已经分别以调查报告与学术会议论文的形式发表。 

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人员为主、联合浙江地方学者共同实施的这次大型课题调研活动，是我国学术界对

于当代民间信仰开展的一次规模较大、地域较广、调研内容比较全面系统的调研活动。这次调研选择在温州市苍南县、台州市

和义乌市进行，来自不同学术背景、不同研究领域的宗教研究人员和民间文化工作者参与了这次调研，调研内容广泛涉及到民

间信仰的诸多方面：神祇信仰、仪式活动、祖先崇拜、不同宗教（如基督教、伊斯兰教）对民间信仰的影响，等等。通过调研，

学者们对当前民间信仰活动和管理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 

如何看待社会转型期民间信仰在民众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如何从社会控制的角度对民间信仰活动进行有效的管理等，是这

次调研的重点。相比于其他宗教活动场所而言，民间信仰活动场所存在着数量大、规模小、参与信众广泛、管理形式多样等特

点。曾传辉在《关于浙江省台州市民间信仰现状和管理的调查报告》
①中，通过对台州市民间信仰现状的调研，结合地方政府和

宗教管理部门对民间信仰进行管理的实践，对当前民间信仰的管理问题提出建议。曾传辉把浙江省台州市的民间信仰现状总结

为：第一，民间信仰的庙宇量多面广，星罗棋布，是村社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近三十年里全国各地三番五次地“整治”

小庙小庵，自 1996年以来，台州市根据省委、省政府的部署和要求，先后两次在全市开展了较大规模的未批小庙小庵的整治工

作，称为“双建设，双整治”活动（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加强文化阵地建设；整治文化市场，整治社会风气）。最近的一次从 2000

年 8月开始，为期一年多，台州市全市共清理小庙 4918处，其中拆除的与改作文化活动中心等其他用处的占绝大部分，暂时保

留的共 601 处。但是，整治的效果实在差强人意，很短时间里民间信仰场所就恢复、“回潮”了。到 2005 年 1 月地方有关部门

调查发现，台州全市仍有小庵小庙 4170处，而同年正式开放的宗教场所为 718处，前者是后者的 6倍。据估计，实际存在的数

字还要多。该市的路桥区 2000年的调查数据显示，全区 301个行政村，共有庙宇 289座，其中未批的达 263座。2001年“双整

治”活动中，全区共拆除 90座未批小庵小庙，余下的全部改作它用，其中 153座被改作简单的老人活动室。第二，台州崇奉的

神祇和香火祭祀范围传统深厚，类型多样，是文化传承的重要方式。神祇崇拜既有全国性的，更有大量地方性神祇存在，城隍、

土地、玉皇大帝、观音、天地水三官、关公、龙王等全国性神祇信仰普遍，白鹤大帝、济公、钱王、胡公和张元帅等地方性神

祇影响较大；民间信仰香火范围（信仰圈）仍然是与地方历史有直接关系；民间信仰的活动场所，主体建筑以清朝和民国时期

的建筑较为常见。第三，民间信仰活动大多为精英牵头，群众热衷，是乡村的凝聚符号。在当前民间信仰的复兴过程中，群众

的精神需要是基础，基层精英的串连和组织是关键。在调查报告中，曾传辉特别对临海市民间信仰管理经验进行调研和介绍。

台州临海市从 2004 年 2月开始对民间信仰进行管理，经过几年的实践，取得诸多成果与经验，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

对于民间信仰的认识要有统一思想的过程。总结多年对于民间信仰的做法，当地地方政府和职能部门认识到民间信仰问题具有

                                                           
①以下文中所引报告均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浙江宗教国情调研台州组报告集[R].2006、浙江宗教国情调研温州

组报告集[R].2006、浙江宗教国情调研义乌组报告集[R].2006,不再一一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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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战性、群众性、长期性等特征，他们转变管理思路，改单一的“堵”为“堵疏结合，正面引导，规范管理，确保安全”，积极

探索新形势下民间信仰场所管理办法。其次，对于民间信仰的管理要敢于实践，积极探索。通过具体实践，临海市制订了一系

列的管理办法，并形成了具体的措施：1．纳入属地管理，把民间信仰的管理列入地方政府和相关职能部门考核之中，解决了管

理主体的问题。2．建立工作网络。在全市镇（街道）、办事处、村（居）各级部门有 3000多人的工作涉及民间信仰的管理，形

成“各级有人抓，层层有人管”的工作格局，建立了工作网络和监管体系，解决了管理队伍问题。3．制定管理制度。制定《民

间信仰活动场所管理制度》，编制了各镇（街道）《民间信仰活动场所工作台账》，制作了全市及各镇（街道）民间信仰场所彩色

分布图，促使管理规范化，解决怎么管的问题。4．落实安全责任，建立安全管理达标考核办法，加强安全检查，实施动态管理，

解决了管理重点的问题。再次，对民间信仰采取正面对待的效果更好。面对民间信仰存在的现实，变打击制止为正面引导，既

解决了民间信仰活动场所的问题，也消除了安全隐患，化解了群众抵触情绪，群众拥护，基层干部支持，各方面都积极支持，

主动配合，保证了各项管理措施的贯彻落实。临海市的管理实践说明，做好民间信仰的管理工作有利于改善基层党群干群关系，

有利于保护传统文化，有利于形成中国特色的宗教文化，更有利于宗教生态的平衡发展。 

祖先崇拜是中国民间信仰的核心内容，在浙江苍南县江南垟一带，大规模的宗祠修建现象和宗祠在新形势下社会功能的转

换，引起了学者们的注意。肖燕在《江南垟宗祠的改造及其功能的转换》中，通过对苍南县江南垟地区宗祠重建过程中宗族观

念和宗祠功能的考察后指出，今天的宗祠中传统祖先信仰的内涵在发生扩展性变化，祠堂楹联及其碑刻内容更具有时代性，人

们的社会活动更多地和祠堂活动联系在一起，续修族谱、联谊宗亲正在成为人们联络情感、建立社会关系的重要方式之一。叶

涛、任双霞对苍南县仙居乡村落宗祠的现状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考察，并通过对柘园村陈氏宗族族谱修成拜祖仪式的观察，描述

了当地续修宗谱活动中的重要仪式——“圆谱”仪式。陈进国、任双霞《义乌市田心村迎銮驾仪式调查报告》，对义乌市田心村

的家族祭祀仪式“迎銮驾”进行调研，并分析了信仰与村落经济的关系。 

多神崇拜是中国民间信仰的基本特点，在当前社会转型期的新形势下，民间多神崇拜呈现出一种怎样的发展态势，这种发

展态势反映出民众哪些方面的精神需求？通过对温州、台州和义乌三地有一定影响的神祇和相关庙宇的调研，有多篇调研报告

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探讨。任双霞在《义乌城隍：社会转型中的民间信仰》一文中，考察了义乌城隍庙沿革的历史，对当前义乌

市三个城隍庙的修建、管理及其仪式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考察。文章指出，义乌城隍庙经历了从一个变成两个、两个变成多个的

过程；在义乌，出现了“一地多庙”的特殊城隍信仰。这种变化与义乌城的扩张有密切关系。通过对义乌城隍信仰的形态进行

分析，指出城市变迁带来民间信仰的自我调适与信仰的转型；民间信仰的转型适应城市变迁的节奏，并推动城市扩张带来的小

区进行内部自我整合。城市变迁与民间信仰的转型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纪华传《转型时期天台的济公文化与信仰活动》、林

子周、陈剑秋《江南垟林泗爷信仰及庙会活动调查》、林亦修《船祭：社区共同体的历史记忆——温州南部苍南县杨府爷信仰中

的“船祭”仪式调查》、《重建庙宇：村落传统的延续与重构---苍南县钱库镇双排方村重建娘娘宫田野调查》、汪桂平《以百祥

庙为中心的当地民间信仰现状调查》、冯晓燕《民间寺庙的功能和特点分析——以苍南柘圆村魁星阁和雅店桥村文昌阁为个案》、

林子周、郑筱筠、陈剑秋《江南垟“灵姑”信仰调查研究》、郑筱筠《神圣空间的层次和神圣时间的累加——浙江省温州市苍南

县的拜经仪式分析》等报告，大多是结合具体神祇崇拜和仪式、集合庙宇的重修和管理，对社会转型期民众的信仰心理、民间

寺庙重修中的社会权威与权力纷争、民间信仰管理出现的问题等进行探讨。 

近三十年民间信仰的发展，是与其他宗教在共同的时间和空间中同步发展的。这次调研活动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充分发挥

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多学科的优势，除从事民间信仰研究的学者参与调研外，从事佛教、道教、基督教、伊斯兰

教等专业研究的学者也一并参与了调研，并从各自的学术背景出发，对社会转型期民间信仰与其他宗教的关系进行调查与研究。

唐晓峰的调研报告《江南垟仙居村的基督教及其民间信仰特征》，通过对一个村落基督教现状的细致观察，就乡村基督教的发展

及其与地方民间信仰的关系进行探讨。王宇洁、李维建、晏琼英等《义乌伊斯兰教调研报告》，对义乌市伊斯兰教民众从无到有

的过程进行考察，并就伊斯兰教的发展对地方经济文化及其民间信仰的影响进行了考察。 

在对于当代民间信仰的调查和研究过程中，如何认清民间信仰的本质，对民间信仰进行理论层面上的界定，从而为民间信

仰的科学发展和进行有效管理提供理论依据，是学者和政府有关部门共同关心的问题。金泽在《关于“转型时期民间信仰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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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与作用”的几点认识》
①一文中，较为详细地介绍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学者与浙江有关部门及其学者进行当代民间信仰现状调

研的背景，并在全面总结这次调研成果的基础上，对有关理论问题进行了思考。金泽认为，民间信仰是一种历史悠久且当下活

跃的宗教文化形态。把民间信仰作为一种宗教形态来看待，具有两层含义：一是说它本质上同其他宗教形态一样，具有“宗教

性”，即执著对神圣、神祇或超自然存在的信仰，并有相关的崇拜行为，这使之不同于其他的民间文化形态；二是说它与其他宗

教有形态上的不同，这种不同构成了它与众不同的特殊性。对于民间信仰的属性问题，金泽提出，我们不应该囿于传统的“宗

教”与“民俗”二元对立，在面对丰富多彩的民间信仰文化现象时，我们完全可以把“宗教”与“民俗”当作民间信仰的两种

文化属性来看待，把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的民俗信仰事象，按照其属性特点进行研究。之所以说民间信仰既具有民俗性，又具

有宗教性，首先是合乎实际；其次，不同的民间信仰形态（或现象）在民俗性与宗教性上具有不同的比重或分量，如果我们把

诸多现存的民间信仰形态排成一个谱系，那么有些形态的宗教性较强，有些形态的民俗性较强；第三，就是同一个民间信仰形

态，它的民俗性与宗教性的比重也不能一概而论，从行为上看，同样的事象，时代不同，宗教意味也不一样，甚至同样的行为

在不同的地区或地点，民俗与宗教的比重也大不相同。对于当代所谓民间信仰“大复兴”（有人则称之为“死灰复燃”），金泽指

出，我们要充分认识到当代中国民间信仰的存在与发展，已不同于传统社会的时代。它的外部环境（与政治、经济、文化、城

市化进程、人口素质的变化）已不同于以往，其内部的结构与整体的功能也不同于以往，而且还会随着社会转型，其发展形态

也会不同于现在。当代民间信仰是一种文化建构和文化的再生产，未来的民间信仰如何发展，在整个社会的发展中起什么作用，

既取决于传统，亦取决于我们这一代的作为。金泽认为民间信仰的研究对于宗教学理论的发展是个难得的机遇，在对中国民间

信仰事象进行大量调研的基础上，有希望将普遍理论与地方性知识相结合而形成若干“中层理论”（或理论模式），从而对宗教

学理论的发展有所贡献。 

当代民间信仰的调研是一个新的课题，在理论和方法等诸多方面，都需要进行全新的探索。同时，民间信仰问题涉及面广，

敏感度高，民众存在戒备心理，干部存在认识上的不足，在调研的同时，还必须结合相关实际问题，做好理论知识的普及工作，

有时甚至还需要对群众和干部做好解释工作。因此，当代中国民间信仰的调研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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